
第六章 唐宋时期广西的海路贸易与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随着东洋航路、南洋航路的开辟和拓展，两太

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贸易空前繁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

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除传统的丝绸和黄金外，瓷器的输出和贸易异

军突起，成为畅销海外的重要产品。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更是将我国瓷器在东西方世界的行

销路线称为“陶瓷之路”。北部湾地区沿岸的陆上交通枢纽、运河码头、生产作坊、管理

机构、商贸集散地等重要遗存，是海上贸易背景下文明交流与交融的特殊产物。

一、唐宋时期的海路贸易格局

自东吴以来，积六朝的连续发展，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超过了两汉

水平，随之带来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

（一）陆路的衰落和海路的兴起

唐代前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唐朝统一后，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社会经济高

度发达，两汉以来对外陆路交通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统一、繁荣、空前强大的“开元盛

世”。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大食灭波斯后，阿拉伯帝国版图据有亚、欧、非三大洲，国

力强大，贸易繁荣，并极力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陆上丝绸之路

联系了当时世界上东西方两个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但这

个“黄金时代”好景不长，至唐代中期便骤然衰落。

该转折点的出现，主要缘于战争和国内动乱。天宝十年（751 年），唐朝于怛罗斯（在

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与大食之战败北，在西域的威德急降。755~763 年，国内爆发

“安史之乱”，朝廷遂将驻守在西疆四镇的边防守军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

乘机北上，侵占河西陇右。此时，回鹘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自此，唐朝失去了对西

域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也因而陷入“道路梗绝、往来不通”的境地。

陆上丝绸之路也存在诸多限制商贸发展的因素。陆上丝绸之路只能通达毗连邻国，若

再向远运，便要穿越一连串的国家和民族聚居地，某一国家和民族的变乱或垄断都会影响

全线的畅通。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远离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产区，

加之沿线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且只能靠骆驼运输，装载量有限，成本高昂。而且，环

太平洋各国中的很多国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是无法到达的。随着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

发展，商品外运与日俱增，瓷器等较重且易损坏的商品，陆上运输难以承担。

反观海路，这些不利因素多可克服。其一，我国海岸线漫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

和海港城市，从这些港口出发，海路几乎能到达陆路所至各国，而且还能到达陆路所不及



的诸多海岛和国家。海路也不像陆路那样易受到别国牵制，可以越过发生变乱或操纵丝绸

之路的国家，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操纵，曾于东汉延熹九

年（166 年）遣使通过海路直接与汉朝交往，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唐代中期后，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大大增强，我国的造船能

力已居世界之最，造船工场遍布全国各地。东南沿海既是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的生

产基地，又是造船、航海最发达的地区。其三，商船的运载量也比骆驼之类运输工具的大，

且相对运费低廉，安全可靠。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商品

运输发展的需要，日渐凋敝。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衰落，朝廷转而重视和加强对海路贸易的管理，如设置市舶使

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市舶税，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海路贸易的发展。宋代积贫积

弱，从立国之初便面临北方辽、金政权的严重威胁，以及西方西夏政权的阻隔，几乎无法

经略陆上丝绸之路。“南渡以后，国土日蹙，一切倚办海舶”，经济重心南移，出口商品的

供给地移至东南地区，更是促使商品贸易由陆上转向海上的一次巨大转折。
[1]

（二）唐宋时期的海路贸易格局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新航道的开辟，唐宋时期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格局亦为之一变，东洋

航路在与高丽、日本的贸易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与南洋航路并重的主要航线。

1．东洋航路

唐宋时期，在东北亚地区，即中国的山东半岛、长江口和东北沿海诸口岸，朝鲜半岛

诸口岸，以及日本列岛诸口岸特别是本州与九州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规模庞

大的海洋贸易网络，有学者称之为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北路网络。沟通这一贸易网络的

路线，一般称为“东洋航路”或“东海丝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之一，呈

网络状沟通了中、朝、日三大民族，促进了东亚地区总体文明的进步。
[2]

贾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详细记述了从中国登州港启航到朝鲜的全部航线和

航程。
[3]
新罗王国与唐朝长达 280 年的交往中，双方使节往返共计 161 次，绝大多数循海

路来去。当时新罗王国对唐朝的海上交通，北至山东半岛，南至长江一带。至宋代，据《宣

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载，由明州（今宁波）乘南风，顺利时不过五日即可到达高丽。天

圣前与高丽间的交通路线由登州人，自熙宁以后基本上限于明州入。

早期的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航路，亦循此航线，掠朝鲜半岛，越对马、壹岐等岛屿而到

达日本。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出海求仙药，船队可能已抵达日本。日本福冈地区出土

的“汉委奴国王印”，明确反映了两汉时期中日之间的海上往来。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访

华，更呈现了海上交通的规模化、密集化态势。自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后，开辟了自我国南

方各海港城市如扬州、苏州和明州启航，越东海至日本的新航线。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



缩短了航程，并且促进了日本与中国南方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进行友好的宗教传播和

贸易往来。此后，中日友好使节和商旅往来于明州至日本的东洋航路，不绝于（海）道。

贸易方面，唐代主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新罗派往长安的遣唐使常向中国输入麻

布、人参、金银、毛皮和工艺品等，日本遣唐使带来珍珠、绢、虎皮、玛瑙、水织衣等。

丝织品、瓷器、茶叶、书籍、乐器等物品则是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由于新罗商人来唐贸

易较多，在今江苏、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常有新罗人集中居住的新罗坊。唐代晚期，日本不

再派出遣唐使，中日间的贸易改由唐朝商人主导。及至宋代，市舶贸易兴起，除官方正式

的朝贡贸易外，东北亚地区民间贸易较为活跃。高丽向宋朝进贡金器、银器、铜器、螺钿

器、青瓷、丝织品、药材、纸墨、书籍等。宋朝回赠高丽的货物主要有绢、绫、锦、缎等

丝织品，还有金银器、瓷器、漆器、礼服、乐器、祭器、茶、象牙、玳瑁、沉香、货币及

书籍等。日本向宋朝输出的货物以硫磺、木材居多，另有沙金、水银、锦、药材，以及折

扇、屏风等工艺品。宋朝则向日本输出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器、茶叶等。

文化交流方面，新罗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僧侣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诗词歌

赋、天文历法、儒释道等文化由此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地区传播，节庆习俗、歌舞演艺、技

艺百工、农耕水利等方面也多有相互影响和交流。宋代以后，中国不再具备唐代大一统王

权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优势，对高丽、日本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三国之间佛教和儒学的

交流仍较密切。

贸易商品贩售流通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技术的传播和交流。瓷器大量流入朝鲜半岛

和日本后，对当地的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罗模仿唐三彩，烧制

成了“新罗三彩”，并于 10 世纪在全罗南道的康津等地设窑，仿造中国越窑青瓷器，这种

瓷器被称作“新罗烧”或“翡色”瓷器。12 世纪初，高丽受镶嵌漆器的影响，烧制了镶嵌

青瓷。日本仿烧的瓷器，不论造型、釉色、纹饰等均与唐三彩较为相似，被称作“奈良三

彩”。至 9 世纪末，日本利用越窑烧制技术改进窑炉结构，爱知县的猿投窑仿制的越窑青

瓷，器形、釉色和装饰手法均与越窑产品较为相似。南宋时期，加藤四郎将中国的制瓷技

术带回日本，在尾张的濑户建窑，专门烧造“濑户烧”。
[4]

2．南洋航路

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由中国与亚非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经略的南洋航路进一

步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证明了商船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

东部横跨南海的这一深海航线已经开通。航线先从广州驶出珠江口，经越南沿海占不劳山

（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之燕子岬）、门毒（今越南归仁）、

奔陁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



出峡后经婆国伽蓝洲（今印度至尼科巴群岛），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分两道经

印度西海岸北上或横渡阿拉伯海直抵波斯湾大食国。从波斯湾口循阿拉伯半岛而行可入红

海，折而南下可直至东非（图 6-1）。
[5]
中国商船从广州航行至波斯湾尽头的末罗国（今巴

士拉），仅需 89 天。
[6]

图 6-1 唐代南洋航线示意图

从钦州和廉州西行，便可到交趾进行短途贸易，也可从交趾南下而连接天下。《岭外

代答》载：“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

海，直通交趾。……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
[7]
“六合之外”，

即天下也。但钦州等地虽有至东南亚的航路，前往东南亚主要仍由广州和泉州出发，其路

线基本上仍沿“广州通海夷道”所记航线。

南海航线上既有官方的朝贡贸易，也有私商经营的民间贸易。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

市舶使，兼事“进奉、纳舶脚、禁珍异”等职能，管理南海诸国互市浮海进贡的“奇珠、

玳瑁、异香、文犀”等。宋代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

注辇、阁婆、真腊等。各国所贡之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如交趾、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

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香料、香木等；大食贡玻璃器、水晶、织锦、

香料等。宋朝则常以金器、银器、钱币、丝织品等物品回赐。为更好地管理海外商人来华

贸易及商人出海贸易等，宋朝先后于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江阴军、密

州和澉浦等九地对外通商口岸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自建立阿拔斯王朝后，大食即全力加强海上交通，欲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其都城巴

格达，由陆上丝绸之路西段的陆路交通中心转而成为海路交通中心。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

成为联系广州和巴格达两大国际大都会的纽带，因此在巴格达设有专卖中国货物的市场，



而广州则有大批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蕃坊”。在东南亚地区，上述航线所经地区都不同程

度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

爪哇）等重要国家控制了东西海上交通的咽喉之地，即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占据了当

时中国商船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据点，成为东两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中心。及至宋代，

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等同商人和商船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

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线的改善，中国船只不必在印度转换小船，可从印度南端直航波

斯湾。这一时期，中国商船还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进行贸易航行，与红海沿岸

及非洲东海岸也展开了贸易。据《岭外代答》卷三载，当时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仍以大

食最为重要，次之为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再次之为喀拉拉邦南部濒阿拉伯

海的港口城市故临（今印度奎隆）。
[8]
故临和三佛齐是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必经

的两个转运中心，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重要海上中转站。

唐代以前，丝绸和黄金是中国对海外的主要出口产品，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赉

黄金杂缯而往”。唐代丝织品仍是政府物产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唐代中晚期以后，瓷

器的出口和贸易存海路贸易中异军突起，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华南的青瓷、华北的三彩、

邢窑的白瓷成为畅销海外的产品。近几十年来，在东至日本，南至东南亚的婆罗洲文莱、

沙捞越，马来半岛上马来西亚所属的彭亨、泰国所属的蓝坡、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口，西

至埃及开罗城内的福斯塔特和东非的 70 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唐代中国的陶瓷残片。中

国的瓷器运抵海外港口以后，迅速由当地蕃商通过各种渠道转输其他地方。中国瓷器大量

外销的趋势在宋代以后迅速发展，海外发现中国宋元至明清瓷器的地点和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种世界性的中国瓷器销售网络存在了几乎千年之久。
[9]
据《诸蕃志》载，中国用瓷器与

东南亚的占城、真腊、三佛齐、兰无里、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西龙宫、阇婆、渤

泥、麻逸、三屿，南亚的细兰、南庇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三上次男根据中国外销瓷在

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发现，勾勒出一条以陶瓷为媒介的海上贸易和文

化交流之路。
[10]

另外，铜钱、书籍、茶、糖、药材等也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产品。

中国输入的海外产品以香料为主。海外香料输入的历史悠久，汉代文献巾已经提到外

来的苏合香。南北朝时期，日南和天竺的香木、；罽宾的郁金香、安息的苏合香、大秦的

熏陆香被四方的商贩们运抵中国。香料进口量日增，使其从奢侈品逐渐成为市井日常的消

费品。宋代仅香料税收这一项，最高时竟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10%。据《宋会要辑稿》载，

南宋时期从占城输入泉州的香料就有沉香等七种，共“六千三百三十四斤”，而在 1973 年

泉州湾后渚港发现的沉船中，各舱均有香料发现，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就达“四千七

百多斤”，经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反映了香料贸易的繁荣。
[11]

当然，除香料外，

纺织品、药物、玻璃、金银器等也传入了中国。

唐宋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海上丝绸之路沟通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唐宋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对越南影响颇深，而丝绸与织造技术、瓷器与制瓷技术、

货币，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则通过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杜环《经行记》中记载，被俘到两河流域的中国工匠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

这些中国工匠对西亚织造锦缎等高级丝织品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阿拉伯还办起

了宫廷作坊和官府作坊，生产“兑拉兹”等供王室和上层阶级使用的丝织品。其后，欧洲

所需之丝绸品种，有相当部分取自阿拉伯。至两宋时期，丝织技术又从阿拉伯传入西班牙，

再传至西西里和欧洲其他国家。至迟到宋代，爪哇的阇婆国已开始“务蚕织，有薄绢，丝

绞”。伊朗工匠亦据唐三彩仿制了“波斯三彩”和白瓷，这些瓷器在内沙布尔、里伊、阿

莫勒、阿格罕等地都有发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当地陶瓷，百分之七八十

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12]

二、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瓷业经济与对外文化交流

（一）北部湾地区唐宋时期的制瓷业

1．唐代制瓷业

广西的隋唐窑址发现数量较少，零星分布于桂林的漓江沿岸及北部湾沿海。北部湾地

区发现的窑场数量不多，主要有合浦英罗窑址、钦州雅子冲窑址、北海晚姑娘窑址和容县

窑址 4处，年代均为唐代中晚期。其中，英罗窑址经过正式发掘，它是了解北部湾地区唐

代中晚期制瓷业的重要材料。

英罗窑址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村委会驻地东面 300 米，塘尾水库东西两岸的

斜坡上。1993 年被列为合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英罗窑址据传原有 72 座窑，多已毁于水

库建设。残存的古代瓷窑主要位于堤坝以南的东西两段斜坡上，东段约长 50 米，西段残

长 150 米。断面尚可见若干窑炉痕迹，地表发现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器残件、模范、烧土

碎块、砖瓦建筑构件等遗物。经发掘，发现与陶瓷生产相关的遗迹有龙窑 1座、练泥坑 5

个及废品堆积。龙窑依斜坡而建，坐两朝东，残存前段（下段）约 16 米，后段毁于水库

溢洪道建设。窑体由排渣道、火膛、窑床等部分组成，窑顶无存。排渣道与火膛连为一体，

平面呈漏斗状，全长约 3.5 米；窑床平面略呈长方形，宽约 3米，前端弧收与火膛相连，

窑壁砌砖为基础，其上则用烧土块与黏土垒砌。练泥坑处于龙窑南侧废品堆积之下，废品

以瓷器为主，另有少量陶器，与模范、窑具、烧土等废弃物混杂一起，堆积最厚处约 2 米。

出土瓷器以青瓷为主，有瓮、罐、壶、盒、盆、盘、碗、碟、盂、擂钵、纺轮、网坠等。

出土陶器有釜、瓮、罐、盆、钵、擂钵等。瓷器胎色灰、米白或灰白，胎体厚重，较疏松；

釉色多青灰，也有青黄、青褐等，釉面开片；釉层较薄，施釉不均，器内满釉，外壁釉不

及底，常有淌釉、聚釉现象；成型方式基本为拉坯，器底或外壁常有拉坯成型的螺旋痕或

细弦纹；饼足多为在外壁近底处向下旋修而成，常留下刮修泥片的螺旋痕和“C”形沟；



多为泥片支钉垫烧，碗盘类器物内底常见 4个支钉疤。窑具多见扇形垫饼及捏制的垫坨，

匣钵较少。根据器物内外壁沾砂及落灰的情况来看，应以明火裸烧为主。

英罗窑址所烧器物多为唐代中晚期流行的器类。碗类器物饼足为外腹浅挖而成，与广

东乳源唐代中期墓葬中的Ⅰ式大敞口碗较为相似；双耳小罐与广州太和岗唐墓 CⅡ式罐较

为相似。盘、碟、罐、壶、釜等器形多见于广东新会官冲窑、梅县水车窑等唐代中晚期窑

址中。因此，英罗窑的烧造时代，也应为唐代中晚期。

雅子冲窑址和晚姑娘窑址破坏严重，根据调查情况，其窑场规模均不大，制瓷技术与

英罗窑址较为相似。不论窑炉类型、产品类型或装烧工艺等制瓷技术，皆受到了广东新会

官冲窑、高明窑和梅县水车窑的影响。

雅子冲窑址位于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雅子冲村，残存的窑业堆积主要发现于潭池岭和

母鸡坑两个地点。目前于潭池岭地点发现龙窑 1座，母鸡坑地点发现龙窑及馒头窑各 1 座。

发掘和采集的遗物以瓷器和窑具为主，陶器较少。瓷器均为青釉瓷器，器形主要有多系罐、

小多系罐、碗、钵、盘、盆、盂、带流罐（壶）等，潭池岭地点以多系罐为大宗，母鸡坑

地点碗、盘类数量较多。其胎色灰白或灰黄，生烧者为红褐色，淘洗不净，常见细小颗粒；

胎体厚重，修胎不精，下腹露胎部分刮痕较明显，足底大多留下指捏痕迹；釉色多为青黄

或青褐，施釉不均，釉面开片，多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常见聚釉和淌釉现象，多系

罐及盆多口部刮釉。窑具有匣钵、垫饼、支钉、支烧台等。陶器主要为多系罐。器物多素

面，少数有弦纹。雅子冲窑址的器形器类、窑炉形制、装烧技术等，都与广东唐代中晚期

窑址较为相似，年代与之相当，进一步说明了钦州地区窑业技术与广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关

系。

容县窑址从器形上看较前述三个窑址稍晚，胎体更趋轻盈，环形足较流行。其釉色青

黄或青褐，南于釉料原因，部分釉面有乳浊光斑。釉层较薄，玻质感差，因此支钉选用石

英砂类材料，直接置于器物内底，不必刮开釉层，因而亦无“星形”痕迹。在修足方式上，

采用细绳勒断，因而底足留有偏心箕形纹。
[13]

北部湾地区尚未发现唐代早期窑址，但从出土隋至唐初陶瓷器来看，该地陶瓷生产技

术具有延续性。钦州久隆墓地
[14]

出土的陶瓷器多为灰白胎，质地较疏松，以青釉为主，部

分青黄；釉面开片细密；施釉方式为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装烧方式为泥片支钉叠烧，

内底常留有三四个垫烧痕迹；装饰方法以素面为主，也见有弦纹或模印花卉纹。以上特征

在雅子冲窑址和英罗窑址都有继承和发展。虽然从器形、装饰手法上看，这批瓷器与广西

桂林桂州窑
[15]

隋至唐初产品较为相似，但后者的垫烧具为齿状支钉，留下的垫烧痕迹与北

部湾地区差别较大，是区别两地产品的重要依据。从窑炉、器形、胎釉、施釉及装烧方式

上看，北部湾沿海唐代制瓷技术都深受广东地区影响。尤其是装烧方式上，开始使用匣钵，

该装烧方式也见于粤东潮安北郊北堤头窑
[16]

和梅县水车窑
[17]

。圆器多用泥片支钉叠烧，



施釉后用块状工具刮去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方块，再贴上圆形泥块作垫烧具，使得内底或

圈足上常留下“三角形”或“星形”垫烧痕迹，成为广东唐代青瓷窑系的重要特征。

2．宋代制瓷业

广西宋代制瓷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据统计，藤县、容县、北流、岑溪、桂平、贵港、

桂林、全州、兴安、永福、临桂、灵川、柳城、柳江、武宣、钟山、贺州、合浦、浦北、

邕宁、大新、白色、田阳、田东等 32 个市（县）均发现宋代窑址，数量约 57 处。
[18]

这些

瓷窑的分布较有规律，形成了以漓江、洛清江、柳江为中心的青瓷烧造区和以西江支流北

流河、郁江、武思江为中心的青白瓷烧造区。
[19]

北宋早中期的青白瓷窑场主要发现于浔江

流域，罗秀伟杨窑址和桂平窑址发现瓷业遗存较多，规模较大。北流河流域大批青白瓷窑

场的兴起，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影响下北部湾地区制瓷业的发展。容县城关窑、北流

岭垌窑和藤县中和窑规模较大，窑炉数量较密集，生产的瓷器种类丰富、质量较好，是北

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北部湾地区制瓷业的代表。

(1)北宋早中期窑址。主要分布于北部湾腹地的浔江流域，以桂平城区为中心，其他

散布于罗秀、蒙圩、罗播、社步等乡镇，数量及规模较前期增加，以罗秀伟杨窑址、桂平

窑址最具代表性。

伟杨窑址位于罗秀镇伟杨村下庙、马鹿塘和赤泥岭等一带土岭上，南北介于 351 县道

与马鹿岭之间 500 米，东西自下庙至赤泥岭 250 米范围内。历次调查采集到的产品有碗、

盘、罐、碟、盏、花瓶和瓜棱壶等。窑址中发现的 1号窑为斜坡式龙窑，从钻探和剖面观

察，其形制和规模与城区的桂平窑址接近。从器形上看，伟杨窑址流行的各式叠唇碗、敞

口碗，胎釉、器形均与安徽繁昌窑址出土者较为相似，与桂平窑址以撇口碗为主，常见各

类圈足较高的碗、盘有所差异。伟杨窑址的胎釉与器形表现出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白瓷器的

早期特点，又与桂平窑址存在一定联系，其年代可能为北宋早中期，与桂平城区诸窑址年

代相当或稍早。
[20]

桂平窑址北邻黔江，东靠城区，西至西山，分布于桂平城区西部的西山大队一带，传

说原有 99 座龙窑。据 20 世纪 60 年代调查，早年因桂平城区扩大，毁去了大部分龙窑，

仅剩 12 座。1973 年、1980 年分别在桂平酒厂附近发掘清理了两座龙窑。桂平窑址烧造的

瓷器主要有碗、盏、盘、碟、盅、杯、香炉、钵、罐、壶、盒等。其中碗占绝大多数，盘、

碟次之。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垫圈、垫饼、器座、垫坨及火标等。窑址中出土了“元符

通宝”和“圣宋元宝”铜钱，且碗、盘、碟等多具有厚唇、矮圈足的五代瓷器风格。因此，

发掘者认为桂平窑址的年代应在北宋早期至中期之间。
[21]

从总体上来看，该时期的窑炉类型为长度约 20 米的斜坡式龙窑。窑炉结构已较合理，

桂平窑 1 号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1 号窑和 2 号窑都有一个加高和加长窑尾的垫底



层，用以弥补台地斜坡不够长的缺陷，通过增加窑炉长度和坡度，提高窑体的装烧容量和

窑身的抽力。产品以碗、盏、盘、碟、罐、执壶、器盖、灯等日用瓷器为主。玉璧形圈足

或平底无足的圆器、多系罐等器形不再流行。本期器物多为宽矮圈足或喇叭状高圈足，另

见少量饼足。由于胎体变薄，卷沿、叠唇、折沿器物较多。新见葵口出筋器。

胎釉方面，本期各窑址胎土洁白细腻，且淘洗较前期精细，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较轻

薄，少见气孔，吸水率大大降低。罗秀伟杨窑青白釉泛蓝，桂平窑等釉色白中泛青，或色

调偏青灰、青黄等，呈色不稳定。施釉方式仍为器内满釉，外壁蘸釉，下腹及器底露胎。

釉层较稀薄，但流动性提高，釉面较均匀，不见前期淌釉聚釉现象；成型以拉坯为主，器

形已较规整，器表仍见旋修利坯痕迹。由于胎土强度较低，外壁下腹近底处刮削痕迹明显。

带流执壶的流与錾为分开制作后以瓷土粘贴于壶身。器物装饰较少，有刻划、贴塑两种。

刻划纹多在器物外壁刻以菊瓣纹（亦称折扇纹）或几道竖线呈莲瓣纹。贴塑主要为灯上的

莲瓣装饰。装烧方式为匣钵装烧，多一器一匣，匣钵底部实以耐火砂，圈足垫有支垫圈、

垫饼、垫圈等。由于匣钵堆垒较

高，为防止倾倒，间以垫坨支撑。

本期窑场大多以烧造青白瓷为主，与安徽繁昌窑、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及广东地区同时

期的潮州窑、西村窑关系密切，其制瓷技术亦多受以上窑场影响，产品类型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伟杨窑流行的各式叠唇碗，胎釉、器形均与繁昌窑出土者较为相似，其叠唇宽扁，

弧腹，内底略下凹，矮圈足，足墙外直内斜，足沿旋削一周，腹与内底交界处有一周弦纹

的特征与安徽繁昌窑五代至北宋早中期流行的叠唇碗、盏相似。
[22]

这种叠唇碗在景德镇湖

田窑五代遗存中亦较为流行，究其原因，应为当时胎土氧化铝含量较低，特用叠唇或“厚

唇口”的方式增加其厚度，防止烧造变形或崩塌。
[23]

另外，伟杨窑青白釉泛灰蓝，区别于

桂平窑青白釉泛青灰、青黄的釉色，而与繁昌窑更为接近。桂平窑址中的常见器形及器壁

刻菊瓣纹的装饰也常见于潮州窑、西村窑中，但西村窑产品又呈现出更多元化的仿制风格，

在广西地区的北宋早中期窑址中较为少见。

(2)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窑址。本期窑址发现较多，主要分布于北部湾腹地的北流

河及武思江流域，数量多，规模大，制瓷业发展情况以容县城关窑址、北流岭垌窑址、藤

县中和窑址为代表。

城关窑址分布于容城镇，东起东郊红光大队缸瓦窑，逆绣江而上经容城镇至西郊湘西

大队下沙子及下沙子对岸的上茶村一带，长五六千米，分为东、西两个窑区。东窑区分布

于绣江西岸的上窑社公岭顶、上窑屋背山、独墩山、下窑山、下窑社公山等岗坡及东埃等

地，而以羊湾河与绣江的汇合口沿岸最集中。东窑区由于造田造地及建房造屋等破坏较严

重，现尚可看到沟槽状的废窑炉及废品堆积 10 余处，废品堆积较厚。该窑区烧制青白瓷，

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盒、罐、灯等，以碗、盘为主。碗以卷唇为主。瓷器胎体细



致坚薄，釉匀莹润，多素面。个别盘内壁饰席地缠枝菊花纹，有的碗外壁有菊瓣纹。匣钵

外壁常刻划或戳印“张”“张七”“马”“邓”“卢”“八十”“六十”等。西窑区在容城镇西

郊约 1千米处，东起容县农机厂，西至容县烤烟厂，窑炉及废品堆积相当密集。该窑区烧

造的产品以青白瓷为主，还有青绿、黑、褐、红和窑变等色釉瓷器。器形有碗、盘、盏、

碟、杯、壶、罐、炉、盒、灯、钵、腰鼓、枕、洗等。瓷器胎体与东窑区相同，更趋轻薄。

装饰以刻花为主，次之为印花，花纹主要有海水游鱼、海水婴戏、缠枝折枝花卉、席地缠

枝菊花等，有的碗外壁刻划菊瓣纹或莲瓣纹。匣钵外壁常刻划或戳印“李”“莫四”“莫小

一”“卢”“王八”“陈七”和“四”“五”等。据该窑区 1号窑的发掘情况，出土瓷器均为

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较为常见的器形。另外，在 1号窑窑室内堆积上部还出土有皇宋通宝

铜钱。因此，城关窑的年代约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
[24]

岭垌窑址位于北流平政镇岭垌村，以圩头岭为中心，分布于老虎头山、石梯、缸瓦窑、

龙峙、果子湾背等低矮的山丘上。1991 年广西文物考古队进行第一次试掘，出土了一件“宣

和三年”款印模。1995 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一座全长 108 米的斜坡式龙窑。2015

年为配合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再次进行调查，发现岭垌窑残存窑炉 19 座，圩头岭共发现 7

座窑炉，按西南－东北向依次分布，另在圩头岭西南发现 4处面积较大的烧造废品堆积。

据调查，岭垌窑址烧造产品以碗（图 6-2:1）、盏（图 6-2:2）最多，另有盘、碟、壶、灯、

流、洗、器盖、魂瓶、盒等；窑具有漏斗形匣钵、筒形匣钵、垫饼、支烧具、火标等。出

土印花模具 12 件，其中有纪年的 7 件。窑址烧造的器物都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常见的

器形，根据“宣和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十年”“乾道三年”“淳熙二年”“开禧丁卯”“庚

戌年”“嘉定元年”等纪年铭文印花模具，该窑址的年代应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
[25]

1．青白瓷模印菊花双鱼纹碗 2．青白瓷斗笠盏

图 6-2 岭垌窑址出土的宋代瓷器

中和窑址位于藤县县城南约 15 千米的藤州镇中和村北流河（又称绣江）东岸，主要

分布在中和村南起芝麻坪、北至黎山口的北流河沿岸的 9个小山丘上。1975 年进行试掘，

清理斜坡式龙窑 2座，采集各种瓷器 1000 余件。中和窑址烧造产品有碗（图 6-3:1）、盏、



盘（图 6-3:2）、碟、杯、壶盒、罐、瓶、钵、枕、灯、腰鼓等，而以碗、盏、盘、碟为主。

其中一件飞鸟花卉印花模具，背面刻“嘉熙二年戊戌岁春李念龙参造”年款，为中和窑址

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瓷器器形、纹饰和钱币来看，中和窑址年代约为北宋晚期至南

宋时期。
[26]

1．青白瓷葵瓣高圈足碗 2．青白瓷葵瓣盘

图 6-3 中和窑址出土的宋代瓷器

以上三处窑址具有较强的共性和时代特征，反映了北部湾地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

制瓷技术水平。
[27]

该时期窑炉类型皆为较长的斜坡式龙窑。容县城关窑 2 号窑，全长 26.4 米，坡度约

17.5 度。窑身由火膛、窑门、窑床、烟道组成。而 1 号窑在 2号窑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残

长达 42 米。窑室后部增加了挡火墙，南侧有 4 个侧门，其上有投柴孔。装烧方式延续前

期的一器一匣，垫饼、垫圈、支垫圈形制多样。为防止倾倒，匣钵柱间以垫坨分隔同定。

根据匣钵外粘垫坨尺寸观察，本期匣钵柱间距较前期更窄，仅 5厘米左右，反映了该时期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器形以碗、盏、盘、碟、盒、罐、灯、堆塑瓶等较为多见。该时

期既有第二期延续发展的撇口碗、凸唇碗、圈足盘、瓜棱罐等，又有斗笠盏、折腰碗、折

腰盏、堆塑瓶、腰鼓等较具时代特征的新器类。折腰碗、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圈足；

二为无足，平底稍内凹，底心无釉呈“隐足”状。该时期器形较为规整。由于追求轻薄的

效果，器壁多极薄，为保持平衡下腹、内底稍厚，圈足稍高。斗笠盏内底心由小圆圈变为

小圆点，腹壁斜直，重心不稳，因此圈足较厚，呈饼形或浅挖呈假圈足。折腰盘、盏下腹

几乎与内底同高，有圈足者圈足较其他圆器高。

胎釉方面，胎土洁白细腻，淘洗匀净，烧制精细，胎体更趋轻薄。青白釉呈色佳者泛

湖蓝、天青、粉青，也有白中泛青、泛灰、泛黄者。铜红釉、酱褐釉为该时期新出现釉色，

主要发现于容县城关窑址。施釉方式仍为手抓器底蘸釉，平底者施满釉后旋修刮釉，防止

粘黏。该时期施釉较满，圈足露胎较少。釉层较厚，遮盖胎体旋修痕迹，器内模印纹饰者

也有因此而漫漶不清。

装饰大大增加，模印、刻划及贴塑十分流行。模印多在内底、器壁印海水游鱼、海水

摩竭、折枝花卉、缠枝花卉等，虽纹饰繁缛但布局合理。刻花多于灯、碗、器盖外刻莲瓣



或菊瓣纹；划花主要为篦划纹，常与模印纹饰组合出现。

以上三处窑址皆受景德镇湖田窑系的强烈影响，产品类型、装饰技术及风格都与之较

为接近。但未出现覆烧工艺，也体现了窑场间技术交流与制瓷传统之间的关系。北流河流

域窑场的大量兴起，出现在西村窑衰落之际，其中是否存在西村窑窑工的迁徙或窑场的转

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容县城关窑址，瓷器品种较丰富，铜红釉、窑变釉、

黑釉等产品具有模仿其他名窑产品的特点，与西村窑较为相似。

武思江流域的浦北土东窑址与北流河流域诸窑址风格差异较大，制作风格总体趋向草

率，又不见时代特征显著的折腰盘、盏，反映了广西青白瓷窑的晚期特征。其技术来源较

为复杂，既有广东地区五华龙颈坑窑址延续西村窑、潮州窑瓷器的特征，又体现了与福建

地区汀溪窑系的联系。

另外，英罗窑址地层中出土的凸唇斜直腹圈足碗、敞口斜弧腹小圈足碗、莲瓣纹碗及

外壁刻菊瓣纹的敞口碗等青白瓷器，胎体轻薄，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釉质较莹润。

装饰工艺有刻划及模印两种。瓷器上已不见泥片支钉叠烧痕迹。其制瓷技术与唐代相比较

为精湛，具有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青白瓷的烧造技术特征。虽然目前合浦地区尚未发现宋

代窑址及相关遗存，经过与北部湾腹地及广东地区同时期窑口的比较，仍可以认为这批瓷

器为合浦当地烧造。

（二）北部湾地区唐宋时期的陶瓷贸易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不仅勾勒出了海上贸易的路线网络，其背

后蕴含的文化意识和反映的人文交流，也对生产地和输入地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北部

湾地区的陶瓷考古工作，也将有助于深化北部湾沿岸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研究。

1．唐代的陶瓷贸易

由于历年的破坏，广西的唐代遗存发现较少、保存情况较差，考古工作开展亦有限，

加之窑址材料公布较少，瓷器的流通与贸易情况仅能通过相关研究窥其一二。

雅子冲窑址产品主要发现于钦州地区的钦江故城、高沙遗址、马骝滩遗址、下红泥沟

等遗址中
[28]

。钦江故城是南朝至唐初安州及钦州州治所在，贞观年间移治灵山后，延续使

用至唐代中晚期。城内出土的陶瓷片中，发现内底有四个泥片支钉痕迹、外底有手指捏痕

的器底、残饼足、罐残片等青瓷残片。高沙遗址、马骝滩遗址、下红泥沟遗址于调查中发

现了若干青瓷多系罐及碗等。以上陶瓷器的器形、胎釉和烧造工艺均与雅子冲窑址发现的

一致，应是该窑址产品无误。

雅子冲窑址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瓷器手工业作坊。据《钦州志》载，隋唐时期钦州

地区人口较少，“仅二千七百户，人口一万一百四十六”
[29]

，而烧造的瓷器量远远超过当

地的需求，其产品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运销外地。窑炉紧依大风江东岸的坡地而建，既节省



产品出窑时间，又便于充分发挥烧造效率，瓷器产品可以十分便捷地利用大风江运往北部

湾沿海及内河各地。

英罗窑址产品的流通范围较雅子冲窑址稍广，不仅发现于合浦唐墓中，防城港怪石滩、

玉林博白等地亦有发现。北海唐墓中出土的四系罐，直口，溜肩，肩部四个桥形横耳，椭

圆腹，大平底；施青釉，器内满釉，外壁釉不及底。
[30]

从器形及工艺上看，是英罗窑址唐

代中晚期的产品。在防城港怪石滩的水下考古中，出土了英罗窑址的青瓷碗、青瓷四系罐

等
[31]

。其中，青瓷碗敞口微撇，斜弧腹，矮饼足；青瓷四系罐圆唇外凸，束颈，溜肩，肩

上桥形横耳，二者灰白胎，施青釉，外壁釉不及底，釉面开片，足底有“C”形沟，是英

罗窑址产品的重要特征。

容县窑址和晚姑娘窑址由于资料较少，流通情况尚不明朗。据周华、李铧的《广西唐

代青瓷窑的兴衰》一文介绍，桂林开元寺及其他招提寺、山水寺等几处唐代寺院遗址曾发

现四系罐、碗、盘等容县窑址瓷器残片，据推测是由游僧或商旅者携带经水路而来。
[32]

有关晚姑娘窑址产品流通情况，可靠资料更少。

越南出土的 9~10 世纪青瓷碗（图 6-4:1）、青瓷六系罐（图 6-4:2），不论器形、胎釉

及烧造技术都与两广沿海地区的青瓷窑场产品非常相似
[33]

。青瓷碗敞口、圆唇、斜腹，是

雅子冲窑、英罗窑、广东新会官冲窑等常见的器形。灰白胎、青黄釉，釉不及底，内底有

6 个刮釉的泥片支钉等，都是两广沿海窑场的典型特征。目前虽不能确定其产地，但就交

广两地的密切交往来看，极有可能来自两广沿海地区。

1．青瓷碗 2．青瓷六系罐

图 6-4 越南出土的 9~10 世纪瓷器

目前在海内外沉船或港口、城市遗址中发现的外销瓷器，见诸报道者不仅有数量庞大

长沙窑、越窑等著名窑口的产品，另有若干“广东青瓷”。这些“广东青瓷”除确认为若

干会官冲窑、水车窑、高明窑等的产品外，尚有部分难以确指其窑口。
[34]

在外销瓷贸易兴

起的大背景下，北部湾沿海唐代瓷窑亦仿烧广东地区的外销瓷产品，其中英罗窑烧造的瓷



器的器形器类、胎釉等方面都与新会官冲窑产品极为相似。英罗窑产品除满足北部湾区域

内的需求外，很可能进一步参与了海路贸易。那些海外遗址中尚未能识别具体窑场的“有

星状图案的广东青瓷”中，可能就有北部湾沿海窑场产品。

从现阶段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北部湾区域范围内的陶瓷贸易较为频繁。唐代的陶瓷

产品主要在北部湾区域范围内进行贸易，以满足当地需求为主。用于外销的瓷器数量较少，

可能有途经北部湾转舶内地或海外的游僧或商旅者购买。

鹿耳环江为注入钦州湾的独流入海河流，主要流经钦州犀牛脚镇，于鹿耳环村附近注

入钦州湾。2009 年当地村民在入海江口挖沙时，出土了一批唐宋时期的青瓷碗、盘。
[35]

这些瓷器不仅有雅子冲窑场烧造的，还有广东地区窑口的唐代中晚期青釉褐彩瓷盘（图

6-5）。该瓷盘为敛口，弧腹，大平底，饼足稍内凹，盘心褐彩绘莲瓣纹，内底残存 4个泥

片支钉叠烧痕迹。这种青釉下施褐彩的装饰方法在唐、五代时期较为流行，广西周边的江

西、湖南、广东等地均有发现，但以泥片支钉垫烧的工艺则主要见于广东及广西北部湾地

区。从雅子冲窑址、英罗窑址的制瓷技术看，尚未发现该类釉下彩产品，且胎釉、支钉材

料均有较大区别，应是广东地区窑场生产。

图 6-5 青釉褐彩瓷盘残片

北部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唐代仍是东南亚、南亚

诸国来中国朝贡及佛教僧侣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途经北部湾转舶内地的游僧和商旅者遗

留下的孔雀蓝釉波斯陶器，还勾勒出了一条过去鲜为人知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

孔雀蓝釉波斯陶，又称“波斯陶”或“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产白伊拉克巴士拉，

在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日本的都市或海港遗址都有发现。在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福州、

扬州、明州、桂州（治今桂林市）、容州（治今北流市）、广州等地，都发现有波斯陶器。

从唐代开始，特别是 8世纪以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迅速提高，中国沿江、沿海各大

港口的商业贸易也随之日趋繁荣，出土伊斯兰釉陶器的地点，均为 9~10 世纪水陆贸易通

道上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的港口城市。
[36]

1989 年以来，桂林、容县、柳州陆续发现唐代中晚期的波斯陶片。与波斯陶片伴出的

大多是邢窑、越窑、长沙窑和广西当地窑口瓷片。广西出土的波斯陶片虽来自不同个体和

部位，但皆属瓶的残片。容县政府工地出土的 40 余块残片，其瓶底基本完整，矮圈足，



底满釉，足底有支烧痕，根据残片推测瓶高超过 50 厘米。口沿下至肩部有扁条双耳痕迹，

肩部环饰联珠纹、并列弦纹、网格纹和水波纹，腹部有弦纹和堆贴捏塑花边等装饰，器形

与 1965 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一件完整波斯釉陶双耳瓶相似，只是腹部更趋瘦

高，更接近公元前 4世纪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墓葬中出土的希腊银匠制作的双耳银酒瓶造型。

桂林市保安总公司工地出土的残片，与扬州出土的双耳瓶较为相似。
[37]

2015 年柳州正南

门城墙遗址还出土了波斯陶壶的器底残片（图 6-6）。
[38]

图 6-6 柳州正南门城墙遗址出土的波斯陶壶器底残片

广西出土的孔雀蓝釉波斯陶瓶与扬州及泰国、马来半岛等地发现者，并非中东地区的

贸易陶瓷，可能为盛装货物的储运容器。过去认为唐代阿拉伯商船多在广州港停泊，商品

从广州至扬州，再北上至洛阳和长安。其中由广州出发沿西江至广西梧州，再溯桂江、漓

江北上经桂林至兴安，通过灵渠入湘江至长沙，然后经洞庭湖溯入长江达扬州至京师的路

线较为人所知。根据广西地区波斯陶的发现隋况，马文宽在《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

现与研究》一书中提出，阿拉伯商人也可能在北部湾的合浦港停泊，经由南流江北上至玉

林，走陆路再入北流河至容县、梧州，再经水路北上至桂林，再由桂林前往内地。
[39]

2．宋代的陶瓷贸易

由于广西的宋代遗存发现较少，目前尚未见到出土罗秀伟杨窑、蒙圩顺东窑和浦北土

东窑产品的报道，而北流河流域是广西青白瓷窑场的集中分布区，其中北流岭垌窑、藤县

中和窑、容县城关窑等几处青白瓷窑场规模较大，窑炉数量多、烧造时间长，烧造的瓷器

质量较好，除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外，产品流布范围较广，桂北桂林旧城、临桂钱村遗址、

河池，桂西百色阳圩营盘遗址、横山寨旧址，桂东贺州钱监遗址等均有出土。

桂林是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及至宋代，由北部湾经桂林沟通广州、

扬州、京师等国内重要城市、港口及海外“西夷”等地的交通线依旧畅通。在原宋静江府

各衙署及城南厢的临桂县衙署一带遗址
[40]

中，不仅常见周边的永福窑田岭窑、兴安严关窑、

桂林东窑的青瓷和仿均釉瓷器，还有来自北流岭垌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的青白瓷，

以及吉州窑、建阳窑、景德镇窑、龙泉窑、临汝窑和磁州窑的瓷器残片，足见南北贸易往

来的盛况。临桂钱村遗址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圩场
[41]

，百色阳圩营盘遗址为北宋晚期

的地方军事防御体系
[42]

，贺州钱监遗址是宋代冶铸遗址
[43]

，北流河流域青白瓷在这些遗



址中的发现，反映了北流岭垌窑、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等窑口的产品已深入各级市场，

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商品。

邕州地连大理、罗殿、自杞、特磨和安南。《岭外代答》载，“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

州横山寨”
[44]

，说明邕州是连接当时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和交趾地区的重要通道。乾道九年

(1173 年)，有大理“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向宋求取“浮量钢器并碗、琉璃碗、

壶及紫檀、沉香水……等药”
[45]

，“浮量钢器并碗”疑即饶州浮梁（江西景德镇）地区烧

造的瓷器。结合横山寨博易场旧址中发现不少宋代青白瓷和青瓷残片来看，应有一定的陶

瓷器通过横山寨向西南，甚至交趾地区流通贸易。

越南北部与广西接壤，濒临北部湾地区，有海陆交通与我国交流。“钦之西南，接境

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交趾商人自海港出发，遵崖而行，“朝发暮到”，

非常便捷。神宗元丰中期设置的钦州博易场，是宋朝与交趾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凡交

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
[46]

。博易场贸易商品除了文献记载的香料、黄金、

沉香、蜀锦、纸、笔、墨、米、布之属，可能还有各地窑场的瓷器。

鹿耳环江口出土的双面刻划花青瓷碗（图 6-7），敞口，凸唇，弧腹，圆底，圈足。内

壁有篦划及刻花组合纹饰，口沿及内底旋弦纹各一周，外壁划竖线纹。这种内外刻划花，

器底修足草率，留有高低不平的旋修痕迹的青釉瓷器，主要见于福建宋代同安汀溪窑系。

由于市舶司的设置，这些东南沿海窑场瓷器的发现，可能如《诸蕃志》所载，由福建、广

东等地商人“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
[47]

，至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

贩回香料等土特产。

图 6-7 鹿耳环江口出土的青瓷碗残片

从有限的考古发现来看，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行销广西当地市场，在各级城址、圩场

中皆有发现。不过，韦仁义在《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中认为，广西大规

模兴起的宋代窑场，其产品远远超出当地居民的需求，应有大批瓷器参与了海路贸易。
[48]

从瓷器品种来看，根据各地的瓷土和技术条件，桂北主要烧制仿耀州窑系青瓷、仿建

窑酱釉瓷等，北流河流域烧造仿景德镇湖田窑系的青白瓷。根据海内外沉船和港口遗址的

考古发现，耀州窑系青瓷和湖田窑系青白瓷是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深受海外市场欢迎。



海路贸易的需求刺激了国内各窑场的仿制热潮。随着广东的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等仿烧窑

场的衰落，广西因瓷土资源丰富、柴薪充足、产量扩大、水路便捷，而成为外销瓷器的供

应基地之一。

从贸易辐射地来看，广西的博易场以西南少数民族和交趾为主要贸易对象，其市场需

求狭小而单一，不及广州面向的海外市场广阔。交趾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批仿烧中国瓷器的

窑址，其产品大多较粗糙，显然以满足当地普通居民需求为主。除生产少量精致瓷器外，

统治阶层使用的瓷器大多仍为海路贸易和朝贡赏赐所得，但交州港衰落后，不再承担南中

国海与印度洋海上贸易的转运港口，交趾地区对广西地区的瓷器需求量较为有限，加之宋

代对海路贸易的管控极为严格，外销产品需经市舶司检验抽解，发给公凭后方可出海贸易。

因此，虽然有少量瓷器在交广边境的横山寨和钦州博易场上交易，但广西的宋代瓷器大批

出海贸易，只能顺西江而下，赴广州市舶司出海。

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

北部湾沿海的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了几件越南生产的仿广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
[49]

这些

瓷器均为口沿内折，腹壁斜直，圈足低矮；灰白胎，较粗疏，施青釉，部分釉面有开片。

纹饰有模印菊瓣纹（图 6-8:1）和模印缠枝花卉纹（图 6-8:2）两种。泥团支钉垫烧，内

底和外底常有支钉痕。圈足常见越南瓷器较为典型的“铁汁”底。根据器形、纹饰、胎釉

特征和制作工艺来看，与越南北部河内、南定省出土的 12~14 世纪的仿我国耀州窑系青瓷

器较为相似。
[50]

1．青瓷模印菊瓣纹碗残片 2．青瓷模印缠枝花卉纹碗残片

图 6-8 防城港洲尾地区出土的越南青瓷

越南河内、Nam Dinh 省生产的青瓷不仅模仿耀州窑青瓷，还借鉴了广西兴安严关窑、

北流岭垌窑、永福窑田岭窑和广州西村窑等仿耀产品的制瓷技术和纹饰特征。这种从胎色、

釉色到叠烧技法、纹饰风格等各方面的精心仿制自然不是凭空想象，供其参考的瓷器范本，

应该是通过贸易或其他途径获得。由于地域相邻，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

我国的瓷器经由北部湾流向了交趾地区，激发了输入地窑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出现了仿

制我国外销瓷器品种的热潮。



这些舶来品对输入地的影响并非物品本身的价值高低，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模式的影响。由于耀州窑青瓷行销世界各地，深受各地人民的喜爱，越南的窑工便

试图对其进行仿制，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曾出现过仿制著名外销瓷的热潮，越南当地窑

工获得的“耀州窑青瓷”不乏这些窑口的仿制品。面对琳琅满目的“耀州窑青瓷”，他们

自是无法分辨，对各仿制瓷器中包含的技术信息和文化内涵亦不能真正理解，只能基于自

身的制瓷技术水平和审美对其胎釉、纹饰等外在特征进行仿制。越南窑工们模仿耀州窑青

瓷烧制了灰胎、青釉、器底涂抹铁汁的瓷器，纹饰方面虽也选择了较为流行的缠枝花卉纹、

唐子纹（婴戏纹）等（图 6-9:1、图 6-9:2），但这些纹饰在我国仿耀州窑系瓷器中均有仿

制，只是不同窑址各有特点，因此越南仿制的牡丹纹与广州西村窑较为相似，唐子纹（婴

戏纹）的布局结构和纹饰特征则可能来自北流岭垌窑。印花纹碗、盘内壁从口沿下方到腹

壁装饰模印菊瓣纹和蔓草纹，口沿内折，用泥块支钉垫烧、圈足低矮、刮削不平均为仿烧

兴安严关窑瓷器（图 6-9:3）。越南的仿耀青瓷中还混入了一些北部湾地区青白瓷的元素，

如蔓草叶纹青瓷碗内底斜收呈凸起的小圆圈是北流岭垌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等景

德镇湖田窑系青白瓷窑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常见器形，少见于青瓷器。这些混合了各

窑址特征元素而形成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正是中越两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代表性产物。

1．青瓷刻花碗 2．青瓷模印纹碗

3．青瓷模印纹碗

图 6-9 越南出土的 12~14 世纪瓷器
[51]



三、唐代北部湾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存

（一）主要遗存

汉代以后，因行政区划调整、地理变迁、泥沙淤积等原因，合浦港逐渐失去了北部湾

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心的地位，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也逐渐西移，而钦州地区的重

要地位则日益突显，发展成为北部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海上航运和贸易也随之繁荣

起来。相关遗存除上述窑址外，还有钦江故城、久隆古墓群、西坑运河和潭蓬运河等。

1.钦江故城

钦江故城是南朝至唐代初期安州州治所在，遗址位于钦州市东北 25 千米处的久隆镇

沙田村东北，东有钦江往南流入钦州市区注入北部湾（图 6-10）。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

纬 22°06′03″，东经 108°42′47″，海拔高度 16 米。1963 年，广东省文物工作队首

次踏查了该遗址。1977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实地调查时采集到鎏金铜佛像、莲瓣纹瓦当、

席纹陶片、绳纹砖等遗物。1981 年，该城址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 6 月，为配合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遗存调查”，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广西文物保护

与考古研究所和钦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

图 6-10 钦江故城航拍图

钦江故城保存状况较好，城墙、城门及护城壕形制基本清楚。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

北长约 200 米，东西宽约 180 米，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城圈基本保存完整，南北城墙



各有缺口一处，应为城门。城墙平地起建，使用版筑法，分段夯筑，阶梯式内收。城墙南

北和西面发现护城壕。城内出土遗物多为瓷器，且以青黄釉、青釉为主，有少量酱黄釉。

器形以多系罐为主，有少量盏、碟等。从其器形与烧造工艺来看，应为雅子冲窑产品。陶

器数量较少，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多系罐、釜、罐和盆等。建筑材料包括

瓦当、筒瓦和条砖等。

钦江故城面积不大，与广西浦北施渡坡城址、阳朔归义故城、容县容州古城等具有较

浓厚军事色彩的城址相比，其更加注重对内河与外海航运的控制。钦江故城筑于钦汀西岸

台地，距钦江河道 200 米，城址东北分布有一条长约 300 米的人工河道，巧妙地将北部湾

地区南朝至唐初的州县治城与钦江连接起来，通过人工河道入钦江，溯江而上可经久隆深

入内河腹地，顺江而下 20 多千米即可漂入外海。《钦江县志》记载了明清时期溯江而上的

内河运输：“夏秋有雨水涨，大船可行；春有雨，中船易行；冬间水涸，中小船俱难行，

须扒沙开水路，用人力推船上进。”

钦江故城作为北部湾地区南朝至唐代早期羁縻制度下的政治、军事中心，通过人工河

道形成的江海一体的航运体系，在对内河与外海航运及海上贸易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2．久隆古墓群

久隆古墓群是钦州地区酋帅宁氏的家族墓地，分布于大雾岭东麓，北起久隆平心，南

至新明石狗坪，延绵达 10 千米。1981 年，久隆古墓群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977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钦州县文化馆调查勘探发现 30 余座古墓，后经钦州市

博物馆确认共 36 座。1977 年和 1981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分别在青草、双墩、大沙坡及新

明老冯岭等地点清理了砖室墓 7座，其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墓室较多，另有耳室、壁龛、

头龛等，出土器物以隋唐时期常见的青瓷器和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金属器、琉璃、玉和漆

器等。
[52]

青瓷器皆为轮制，灰白胎，较厚重；器物内外施青釉，外釉不及底，釉色青中带

黄，釉面布满细密开片，胎釉结合较差，釉层易脱落；器形主要有碗、碟、杯、钵、瓶、

罐、唾壶、提梁壶等。陶器多数为青灰色硬陶，火候较高；少数为软质红陶，火候低；器

形有罐、四系罐、钵、釜、带盖小盂等。铜器有铜镜，铜钵、铜盒、铜杯等。金器有发钗、

明器金箔币等。铁器有刀、剑、锅、棺钉等。久隆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绿色高足琉璃杯（图

6-11），直口微敛，深腹，圈底。经能谱分析，该器物属高铅玻璃系统，黄启善认为它是

由我国的铅钡玻璃发展而来
[53]

，但从其类似罗马玻璃杯的造型来看，也很可能是海路贸易

输入的舶来品。



图 6-11 久隆古墓出土的青绿色高足琉璃杯

久隆古墓群是了解宁氏家族及钦州地区历史的重要实物材料。历史上在这里发现过两

座有墓志铭碑的墓葬，分别为清道光六年（1826 年）出土的宁贙墓和民国九年（1920 年）

出土的宁道务墓，两位墓主都曾担任过钦州刺史。唐初，宁氏家族雄踞一方，控制了北部

湾沿海的重要区域。墓志中提及宁氏先祖“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参与了对林

邑（今越南南部）和高丽（朝鲜）的战争。宁氏先祖从水路“铺舶新墉之江，出寇迤缘之

海”，反映了钦州地区在隋唐时期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较为密切的海上交通联系。

3．西坑运河与潭蓬运河

西坑运河（图 6-12）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东北利用大风江天然河道，依地势

高差将大风江水引入，向西南经九河渡、龙眼山、河山框（岭），流向大灶江，经沙头港

向西可沟通鹿耳环江、金鼓江、钦州湾、防城港直至越南。其中龙眼山－河山框（岭）段

为人工开凿，现存长度约 5千米，河道宽 10~12 米。

《钦县县志》载：“九河渡，在州东之岭门村侧，距城一百一十五里，东通大观港，

西达龙门。”
[54]

《合浦县志》卷一《舆地志·河流》载：“大观港有潮西通九河江……相传

汉马伏波征交趾时驻军合浦，由外运粮。桓苦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劫之患。遂以昏夜凿

白布蜂腰之地，以通粮艘。此河可通龙门七十二径直抵钦城。”[55]据此路线，从合浦大观

港（今大观村）出发，经九河江（九河渡）可至龙门（今防城港龙门镇），上溯可至钦江，

以避乌雷（今钦州乌雷村）风浪。其路线与西坑运河沟通区域一致。西坑运河的开通，既

躲避了“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劫之患”，又起到了缩短大风江沿岸、合浦地区到钦州湾

航程的作用，即“实钦廉舟楫之利”。

潭蓬运河（图 6-13）为唐代晚期镇守越南的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所开凿，在其幕僚裴铏



所撰的《天威遥碑》中被称为“天威遥”，又因工程浩大，人们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完成这

一壮举，故当地又称为“仙人垄”。该运河位于防城港市防城港区江山半岛的江山乡潭蓬

村，残长约 1.5 千米，渠宽 6~7 米。潭蓬运河沟通了防城港蓬莱湾和珍珠港万松湾，使通

往安南的船只无须绕过白龙尾即可直达交趾，既缩短了航程，又避开了风浪，于是舟楫畅

通，安南前线的军需粮饷储备不乏。2015 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

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江山半岛南段的怪石滩海面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时，就发现了数艘近

现代沉没的铁壳船，由此可见，在更早使用木船的唐代，开凿潭蓬运河的必要性。

图 6-12 西坑运河局部

图 6-13 潭蓬运河局部



潭蓬运河开凿年代比较明确，该运河南壁有摩崖石刻“咸通九年三月十三日下手”，

表明开凿年代为唐代晚期的 868 年，这在《天威遥碑》中也有记载。可资验证的还有 1982

年村民在运河附近挖出的六系罐、青瓷碗、印花青瓷残片及铜佛手等唐代遗物。
[56]

至于西

坑运河，《钦县县志》载：“旧传明季海寇杨二鎜为剽劫之所，或曰伏波征交趾时，疏为运

粮道。”
[57]

西坑运河如此浩大的工程，定非海寇杨二的能力所及，而很可能是东汉初年马

援征交趾时开凿的。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率军抵合浦后，“遂缘海而进，随

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
[58]

。即从合浦开辟了一条从合浦到浪泊（今越南

北宁省境内）长达 500 多千米的沿海交通线，西坑运河及潭蓬运河都应是马援这一时期打

算开凿的，不过西坑运河所经为黄土土质，易于开凿，而潭蓬运河所经为海石结构，马援

“竟不遂其志”，故才有之后高骈为开凿潭蓬运河上奏朝廷时所言的“稍加疏凿”一说。

试想，如果没有马援开凿的基础，潭蓬运河恐怕很难如《天威遥碑》所记，耗时仅半年就

完工。

两坑运河和潭蓬运河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构成了广西古代北部湾沿海运河体系。

北部湾沿海古运河（图 6-14）的开通，使合浦经钦州湾通向越南的航运更加安全便捷，保

障了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航段的安全、通畅，促进了北部湾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这样宏

伟而艰巨的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唐时期国家开拓南部边疆的象征。“天威遥”，实际上

是中国古代仅有的一条海上运河。
[59]

如果西坑运河的开凿时间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得到

证实，那么开通广西北部湾沿海运河的年代更可能早至东汉早期。但其开凿的年代，不管

是东汉早期，还是唐代晚期，均比世界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至少早上 1000

年，其伟大意义不言而喻。

图 6-14 北部湾沿海古运河位置示意图



（二）价值评估

1.关联度高，整体性强

上述联系密切的遗存，形成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关联度极高的一组遗址群。其中，钦江

故城是集城圈、护城壕、人工河道与码头等遗迹于一体的地方行政管理中心，从其地理位

置特点上看，其职能包括实施对钦江城外内河与外海的商贸管理事务；距钦江故城不远的

久隆古墓群，其墓主人是钦州地区酋帅宁氏家族，他们不仅掌控着当地包括海上贸易在内

的地方行政事务，从墓志中还反映出其在隋唐时期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关系；

沿海运河的开凿，为海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雅子冲窑址为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大宗产品

——陶瓷器的制作中心。雅子冲窑址及久隆古墓群、钦江故城、鹿耳环江口等相关文物点

出土的瓷器，形成了一个解读北部湾地区唐代瓷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使用环节”的

手工业产业链。这几处遗产点，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

一套完整的遗址群落，不仅关联度高，而且整体性强，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特殊的历史见

证。

2．真实性强，可视度高

上述遗址还满足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一个重要条件，即真实性强，可视度高。如钦江

故城遗址城墙保存完好，城墙、城门及护城壕形制基本清楚，与外部人工河道直接相接，

可直通外海，河道近城墙处可能筑有人工码头。城内除出土大量建筑遗物如莲花纹瓦当、

筒瓦、板瓦残块外，还发现人工修筑的排水沟，以及采集到具有唐代艺术风格的鎏金铜佛

像等遗物，构成内容丰富、视觉效果强烈的一组遗物与遗迹，是钦州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中

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处重要遗址。西坑古运河中的龙眼山－河山框（岭）段为人工开凿，现

存长度约 5 千米，河道宽 10~12 米，潭蓬运河残存约 2千米，人工开凿痕迹明显，将内河

与外海连成一体，气势壮观，风貌独特。

久隆古墓群、雅子冲窑址、钦江故城等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品种丰富，与鹿耳环海湾

出土的陶瓷器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表明此地制作的陶瓷器作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的大宗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直接销往海外；而在墓葬中出土的琉璃高足

杯具有明显的两亚风格，很可能是舶来品，这些出土文物和地面遗址共同构成钦州海上丝

绸之路遗产最具可视性、真实性的历史图景，代表着海上丝绸之路独特的艺术成就和景观

范例。

3．历史悠久，风貌独特

长期以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主要依靠沿海与近海沉船的水上考古发现作为重要

支撑，而对沿海岸线的陆上交通枢纽、运河码头、管理机构、商贸集散地等重要遗址的资

料掌握不多。北部湾地区的钦州、防城港一带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唐宋时期已基本奠定



了它们在对外海上交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根基。考古发现的

上述遗址具有“海陆相连、河海连运”的独特历史风貌，它们门类齐全，不仅涵盖了城址、

墓葬、窑址、运河等不同种类，而且各遗址点之间还具有密切的关联度，体现出行政管理、

水运监管、陶瓷制作、市贸博易、海神祭祀等不同的功能特色，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遗产

中不仅具有极高的相关性、整体性和真实性，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不但对海上丝绸

之路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相互交通、交流与交融的特殊产物，堪称不可多

得的世界文化财富。
[60]

鉴于上述遗产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体现出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下一阶段预备名录

的更新、完善时，应争取将沿海运河、钦江故城等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

样，除合浦作为最早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外，沿海运河、钦江故城这些遗产点还能

体现广西北部湾地区延续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通要冲的重要地位。

四、钦州博易场研究

939 年，安南的吴权击败南汉军队，自立为国，在越南北部建立独立政权。汉唐以来

交趾一直属中国郡县，北宋建国之初仍将收复交趾作为战略目标，并寻机发动了太平兴圉

战争和熙宁战争，但均未能成功收复。因此两国时常处于军事对立的状态。在此情况下，

尽管两国常有贡赐往来，但宋朝对安南的贸易多有限制，不仅将其排斥在市舶贸易体制之

外，而且在边境互市的地点上，也选择便于控扼的廉州和钦州如洪寨。

（一）交州港的衰落与钦州等地博易场的兴起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交州是中国南海重要的海路贸易港口。《旧唐书·地理志》

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
[61]

，南海交通频繁之大港，不外乎交、广两州。 三

国东吴时，统治交趾、合浦的士爕兄弟常向孙权进贡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翡翠、

玳瑁、犀角、象之珍、奇物异果等
[62]

。其部分贡物如琉璃之类应是来自海外。据冯承钧的

《中国南洋交通史》所述，当时南海商船东来，大都先舶交州，再转广州
[63]

；南朝时，南

海各国商船多经交趾泛海入中国内地；隋大业三年（607 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自

广州沿安南沿岸行……抵于赤土（今马来西亚）”，南海各国派使节随同回访，“循海北行，

达于交趾”
[64]

。据《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载，大业六年（610 年）洛阳举行中外商品交易

会，前来朝贡、贸易的国家颇多，大抵皆是南海中小国
[65]

，其中林邑、赤土、真腊、婆利

等国均经过交趾进入中原。

唐时越南地属安南都护府，交州港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门户之一，几乎与广州齐名。

五代时期安南独立，不仅失去了广阔的内地市场，交州港也不再充当中国贸易港的角色。

加之宋代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海路贸易在东南沿海兴起，交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急剧



下降。航海技术的发展，也是交州衰落的原因之一。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使宋代海舶不

必再沿海岸线航行，而可以撇开北部湾和安南沿海，直趋马六甲和印度洋；东来蕃舶也能

直航中国东部的广州、泉州、明州及青州等港口，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发生联系，交

州在中国海上交通中的中转和沿海停泊港口作用逐渐丧失。

交州港衰落后，钦州、廉州随即代之而起。钦州、廉州港湾的交通作用口益突显，成

为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网络连接的重要贸易港口。加之南宋时期广西战略地

位加强，邕管地区境域极广，有溪峒羁縻州、县、峒数十；东可达统治中心江南地区，西

溯右江可接盛产战马的大理政权统治地区（今云南和贵州西部），西南与安南为邻，南濒

北部湾，渡海则有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再浮海而南，可通占城诸蕃或六合之外。

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使这片沿海、沿边地区凭借地理的区位优势，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

的束缚，成为人物荟萃、商品齐聚、国内贸易与海路贸易交织的大市场，兴起了邕州横山

寨博易场（今田东县平马镇）、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今宁明县境内）、钦州博易场等海上贸

易口岸。
[66]

（二）钦州博易场的贸易

当交州在中国海路贸易地位急剧下降的同时，西南地区的贸易格局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广西沿海及其与安南交界的沿边地区兴起了一批博易场，成为西南地区国内贸易和海路贸

易交融的场所。博易场是宋朝在蛮汉交界地带单方面设置的互市市场，主要贸易对象为周

边附属少数民族及小国。宋代设置于沿海港口的市舶司，其职能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

四之一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

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
[67]

钦州博易场上的贸易管理

则不同于广州、泉州等港口，未置于市舶体系内，而具有军事管理性质，由州监押，沿海

巡检兼管。

据《岭外代答》载，钦州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前来贸易的外国人主要为安南人。他

们对钦州博易场的依赖程度极高，“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这些

商人有“谓之小纲”的富商，另有安南官府组织的贸易团队，即“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

易，谓之大纲”。同时也有做小买卖的边民，“谓之交趾蜑”。富商和小商贩的贸易商品、

方式和规模差距甚远，“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

所进行的是远距离贸易；小商贩则“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斗

米尺布”，规模较小。
[68]

交趾“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以及海

盐、鱼蚌等特产，换回丝织品、纸笔、米布。其中，“金银、真珠、象齿、犀角”皆为交

趾盛产。沉香、光香则由交趾商人从海外贩运而聚于钦州博易场。沉香，以产于真腊者为



上，占城次之，“交趾与占城邻境，凡交趾沉香至钦，皆占城也”。光香，由于“气粗烈如

焚松桂”，南人买回后，“以供日用及常时祭享”。生香，“所出非一，树小，老而伐之，故

香少而末多。其直虽下于乌里，然削木而存香，则胜之矣”。熟香，或即黄熟香，“笺香之

类也，但轻虚枯朽不堪者”。还有蝉蚕香，“交趾所贡，唐宫中呼为瑞龙脑”
[69]

。另据范成

大《桂海虞衡志》载，两国贸易中交趾的商品还有香珠、思劳香、槟榔苔
[70]

。交趾商人贩

易的食盐，二十五斤为一箩。交趾喜好笔墨，“交人以墨与角砚、鵕笔并垂腰间”。“交趾

墨虽不甚佳，亦不至甚腐”，质量尚可，而广西所产墨质次价低，“佳者一笏不盈百钱，其

下则一斤止直钱二百”，故商人销售交趾墨时，往往搭售广西墨。来自安南的商品还有绢。

据《岭外代答》载，安南使者至钦州，太守以妓乐招待，使者即赠绢给诸妓。钦州人还常

持琥珀前往博易场卖与交趾，往往“骤然大富”。广西桂树极多，号“桂海”，桂肉可食，

又能入药，枝能发散。桂肉也是钦州博易场常见的交易物品。
[71]

博易场交易之时，大商人之间的大额贸易，首先应向宋朝地方政府申请，即“移牒”。

大额贸易一般都是数量相对大、价格相对高、距离相对远的商品。如前所述，蜀商贩锦到

钦州，又从钦州贩香至蜀地，每次交易动辄数千串铜钱，还有由交趾贩来或由第三国转口

而来的商品，如钦香、沉香等香料，都需“移牒”。其次进行验货，接着进行价格谈判，

一旦谈好便不再变更。如经持久谈判仍难达成一致，便需要职业中间人“侩者”从中调和

磋商，“左右渐加抑扬，其价相去不远，然后两平焉”。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后，一般由

官府川面度量，为之秤香交锦，达成贸易。最后是征税。钦州博易场上只对我国商人征税，

蕃商则免。学者杨武泉推测，宋朝政府于东南沿海及横山寨贸易皆对外商抽解并征税，而

于此处皆免，盖因其所贩香药珍奇，品质不如广州等地市舶与边贸，便无须抽解。免税实

则照顾钦州，以广招海外蕃商前来贸易。“且其征税，约货为钱，多为虚数，谓之纲钱，

每纲钱一千，为实钱四百，即以实钱一缗征三十”
[72]

，税收远低于宋朝的常规过税和住税。

据载，当时在交易过程中，除了价格较量，还常有互相欺诈的情况发生。宋朝商人有

时会提供假劣商品，而且在秤上做手脚，以致交趾先后三次遣使校定博易场所用之秤。而

交趾人“则以金银杂以铜，至不可辨，香则渍以盐，使之能沉水，或铸铅于香窍以沉之”
[73]

。

（三）钦州博易场在宋代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广西位于西南，蜿蜒若长蛇，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海之南郡又内包黎僚，远接黄

支，从海路和陆路皆可通往西南方，乃至海外。钦州博易场通过海路和陆路将广西与域外

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联结起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区域贸易中心之一。

据《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载，宋代广西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有三条：一条自邕

州横山寨，经古天县、归乐州、唐兴州、七源州、泗城州、古那洞、龙安州、上展、博文

岭、罗扶、自杞国、大理国等地，至蒲甘国，蒲甘即缅甸古国；另一条自邕州横山寨，至



七源州分道，经马乐县、恩化县、罗夺州、朱砂蛮、顺唐府等地，至罗殿国；还有一条自

邕州横山寨，经上安县、安德州、罗博州、阳县、隘岸、那郎、西宁州、富州、罗拱县、

历水铺、特磨道、结也蛮等地，至大理国
[74]

。可见，邕州横山寨在当时是广西乃至宋朝与

西南少数民族和域外交通的一个中心，三条通道皆从此始。这三条道路不仅是云南至邕州

各博易场的道路，而且为西南地区构建起了对外贸易的交通网络，将邕州通大理国道与云

南至天竺达印度洋的道路连接起来，从而贯通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

了印度洋与太平洋，成为宋朝和大理国政权对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料是宋代最大宗的海外舶来品。南宋时期，钦州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

据《桂海虞衡志·志香》载，钦州博易场上交易的“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

带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

质重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入药，南人贱之”
[75]

。人们对香料品位的认

识反映了宋代广西沿海外贸市场形成和交易的繁盛。在交趾商人带来的香料中，不完全是

安南土特产，也有部分为利用同海外国家接壤或航海的便利所获取的舶来品，而后转贩于

广西各博易场。周去非在叙述广西“海外诸蕃国”时，提及的国家远至斯里兰卡以西的天

竺（印度）、大秦（古罗马帝国，约在地中海一带）、大食（波斯湾地区及西亚一带）。虽

然目前缺乏确切的资料证明上述国家或地区与广西沿海港口直接通航，但是至少表明该国

商人贡使或通过交趾，或经由其他国家辗转与广西沿海发生了联系。

广西博易场均设于沿海或沿边，交易具有明显的内贸外贸交融的特征。虽按周去非所

述，各博易场似有分工，如横山寨博易场针对大理买马而设，永平寨博易场面向陆路而来

的交趾商人，钦州博易场是滇西海路贸易港口。但以上博易场均集中于广西西南部，距离

近者六七十千米，远者不过两三百千米，又有便利的交通道路相连，西南地区前来的商人

和海外舶商可在几个博易场内辗转贸易，互通有无。由此，各博易场的内外贸易根本无法

截然而分，从而使大理贩马商人、巴蜀丝锦商贩通过横山寨辗转钦州港或永平寨博易场，

同那里的海商进行交换和贸易；海商和交趾商人也能来到横山寨等博易场同内地商贾交易。

博易场与海港间形成了相互通连的内外贸易大市场。任何参与该市场交易的个人、民族、

地区和国家，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国内外贸易。据载，大理人到横山寨的购物清单

中，既有产自中原内地的文化典籍、日用器物，又有琉璃器皿、香料、海产药物等沿海产

品和海外舶来品
[76]

，使得云南通过广西实现了海路贸易。云南境内所产食盐不足以自给，

大理对海盐的需求量较大，宋朝在广西购大理马，常以海盐充抵马资。永平寨博易场遵陆

路而来的交趾商人，用海盐与中国交易布匹，形成了交趾商人以海盐同广西人交易武缘布，

而广西人又用海盐同大理交易马及各种蕃夷特产的贸易网络。作为南诏、大理地区流通货

币的海贝，也可以在广西博易场得到。

因此，设置于广西沿海或沿边地区的博易场，发挥着西南地区内外贸易集散地的作用，



带有强烈的对外开放特征。其经济联系面和影响力覆盖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整个

西南地区，波及东南亚地区和海外国家，具备了区域中心市场的特点，构成了西南地区开

放型的内外贸兼容的市场体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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